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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品质的经济地理核心—边缘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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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北京 100710）

摘要：随着经济从基于物质产品再生产向基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再生产的转变，聚焦于传

统有形物质产品因素的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已无法系统解释中国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

和人才区域迁移机制。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理论构建了包含空间品质及其溢价效应的核心—

边缘模型，研究发现：① 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具有类突发性聚集、非对称维持点和完

全自由贸易时空间并非无差异的新特征；② 非农劳动力倾向空间品质更高的地区，且空间品质

差距越大则流动趋势越明显；③ 缩小空间品质差距需要综合考虑各区域的便利设施水平以及

区内和区际旅行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未来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需要科学

认识空间品质对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影响作用，需要把握缩小空间品质差距的理论逻辑和重

视空间品质的区域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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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核心—边缘结构也称二元区域结构[1]，是最重要的经济空间结构，存在于不同空间尺
度[2-4]，自该理论被提出以来[5]，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克鲁格曼的核心—边
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 CP模型） [6]是新经济地理学核心理论，基于物质产品生
产、贸易和消费较好地解释了劳动力的区域迁移和空间分布问题，并吸引大量学者在此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拓展研究。具体包括如下方面：① 消费者偏好假设的扩展，
如多部门消费品[7-8]和消费者异质性偏好[9-11]；② 生产技术方面的拓展，如规模报酬不
变[12]、投入与产出关联[13]和固定的本地生产要素[14-15]；③ 货物运输成本的拓展，如非对称
成本[16-17]；④ 劳动力流动的拓展，如区域间迁移成本[18-20]、通勤成本[21-23]和技能异质性[24]；
⑤ 知识外部性和扩散的机制拓展研究，如前后向联系机制[25]、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26]和
其他微观机制[27-28]等。上述拓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
释力。

随着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经济不断从基于物质产
品生产、贸易和消费向基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生产、贸易和消费转变。中国共产
党的“二十大”宣告，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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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驱动力的新阶段。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在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创新驱动发展中，人才是决定区域创新力、竞争力和实现区域发展的关键要素[29]。
而人才偏好是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住房等具有不可贸易属性决定的空间品质[30]。目前
已有大量实证研究从生态环境[31]、住房条件[32-33]和公共服务及其便捷性[34-35]等角度证实了
空间品质对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此，聚焦于有形物质产品再生产的新经济地理核心
—边缘模型无法系统解释中国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与人才区域迁移机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上述局限，结合中国经验，国内学者首倡并发展基于数据、
信息、知识和智慧再生产的新空间经济学[29]。新空间经济学认为空间集聚发展内生于厂
商层次的规模报酬递增、以人才为中心的要素流动、运输成本与空间品质的互动，强调
空间品质是其区别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因此，建立新空间经济模型的关键
要领在于引入空间品质以分析其对人才区域迁移决策的作用机制。已有新空间经济学模
型研究主要有：① 分析空间品质对异质性劳动力区位选择和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36]；② 构
建一个纳入城市规模的多区域新空间经济理论模型，探讨公共服务、城市规模对人才区
位的影响机制[37]；③ 探讨空间品质对人才区位和人力资本增长的影响机理[38]；④ 构建空
间品质驱动城市生产率增长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揭示空间品质促进创新水平提升和创
新人才空间配置引致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双链中介机制[39]。除直接效应外，空间品质可通
过溢价效应来间接作用于人才区位决策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40-41]。

本文将尝试从新空间经济理论出发建立基于空间品质的核心—边缘模型①，可能的边
际贡献有3个方面：① 基于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分析外生空间品质差距下人才
区域迁移的特征，增强核心—边缘模型对现实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的解释力；② 补充
品质溢价效应以完善现有空间品质引致人才区域迁移的作用机制，一定程度上也丰富和
发展了现有新空间经济理论；③ 基于空间品质的内涵探讨因区内与区际旅行时间成本、
区内与区外便利设施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空间品质差距变化，为加强空间品质建设，促
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2   基本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已有新空间经济学模型建模思路[41]，考虑一个包含两区域、两部门和两要
素的经济系统。其中，两区域分别为北部（N）和南部（S），北部变量采用下标（n）标
示，南部变量采用下标（s）标示，这两个区域在偏好、技术以及初始的要素禀赋方面是
相同的，但存在空间品质差异。两部门分别为垄断竞争下的非农业部门T和完全竞争下的
农业部门A。在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Dixit-Stiglitz, D-S）框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一
种产品，整个经济系统生产的差异化产品种类为nw，北部和南部的企业数或生产的差异
化产品种类数分别为n和n*。两要素分别为非农劳动力H （又称人才②）和农业劳动力L③，
非农劳动力在区间可自由流动，农业劳动力不可区间流动。假定整个经济系统非农劳动
力和农业劳动力禀赋分别为H w和Lw，北部非农劳动份额sH = Hn /H w，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
为1 - sH，北部农业劳动力份额sL = Ln /Lw，南部农业劳动力份额1 - sL，北部非农业部门企
业份额sn = n (n + n* )，南部非农业部门企业份额为1 - sn。记全社会总收入为Ew = En + Es，

① 下文中简称“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

② 新空间经济学中的人才也是劳动力，但不同于以克鲁格曼为代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劳动力。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劳动

力的效用取决于对有形物质产品（即农产品与工业品）的消费，而新空间经济学中人才的效用还取决于对无形因素（如生

态环境和便利设施等）的消费。

③ 现实中农业劳动力也属于人才范畴，根据本文研究需要，暂且不考虑其人力资本及其迁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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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n为北部收入 （占全社会总收入份额为sE），Es为南部收入 （占全社会总收入份额
为1 - sE）。
2.1  消费者需求与效用函数

每个地区的代表性消费者都具有双重效用。第一层效用是指消费者把总支出按不同
比例支付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时的效用。由于农产品是同质产品，因此农产品消费是指
一种产品的消费，但非农产品是差异化的产品，因此非农产品的消费是指不同非农产品
的某种组合。第一层含义上的效用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型效用函数，代表性消费者的效
用函数可以如下形式：

U = qiC
μ
TC 1 - μ

A （1）

式中：CT、CA分别表示消费者对差异化非农产品组合的消费和农产品的消费；μ为支出在

非农产品上的支付份额。新空间经济学中的空间品质qi是对地区不可贸易品的全面、系

统、多维度概括，是对吸引和培育创新人才的地方条件和禀赋的经济本质抽象。从空间
互动视角来看，空间品质既涵盖了反映“场所空间”属性的本地不可贸易品，也涵盖了
突出“流动空间”特征的可有效获取的外地不可贸易品，包含基于不可贸易品跨区消费
的空间互动机制[39]。关于空间品质内容有不尽相同的理解。新空间经济学中的空间品质
主要包括交通通信等交流环境，教育、卫生医疗、文化、社保，休闲场所等个人和集体
消费环境，人工建成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4个方面。因此，自然舒适性是空间品质的重要
因素。本文将空间品质表达为：

qi = qi ( Ai, Aj, Dii, Djj, Dij ) （2）

式中：Ai、Aj分别表示本区域和其他区域的便利设施（即满足消费者舒适性需求的本地
设施或服务）；Dii、Djj分别表示本区域和其他区域的区内旅行成本；Dij表示区际旅行
成本。

第二层含义上的效用函数是不变替代弹性CES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效用函数，是指消费者消费差异化的非农产品时的效用，具体形式如下：

CT = ( )∫
i = 0

n + n*

cρi di
1 ρ

= ( )∫
i = 0

n + n*

c(σ - 1) σ
i

σ (σ - 1)

,      μ > 0, ρ < 1, σ > 1 （3）

式中：n、n*分别表示北部和南部非农产品种类数量；ci为消费者对第i种非农产品的消费
量；ρ反映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程度，ρ越接近于1，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强度越弱，ρ越

接近于0则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强度越强，且ρ和CES效用函数中消费者的替代弹性σ有如

下关系：ρ =
σ - 1
σ

。

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为：
PTCT + pACA = Y （4）

式中：Y表示消费者收入；pA表示农产品价格；pi表示第i种非农产品的价格；PT表示为非

农产品组合的价格指数。价格指数PT可表示为：

PT = ( )∫
0

n + n*

pρ/ ( ρ - 1)
i di

ρ - 1
ρ

（5）

由式（1）和式（4）可得代表性消费者对农业品和非农产品组合的需求函数为：

CT =
μY
PT

,     CA =
(1 - μ )Y

pA

（6）

结合式（1）和式（6）可知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Umax = qiC

μ
TC 1 - μ

A = qi μ
μ (1 - μ )(1 - μ ) P -μ

T p-(1 - μ )
A 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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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产行为与品质溢价效应

农业部门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同质产品，且农业部门只使用农
业劳动力L，单位产出需要aA单位的农业劳动力。农产品的区际贸易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品
质溢价，因此农产品的价格在任何区域都相同。非农业部门以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垄
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为特征，非农业部门生产的每一种单位产品，需要固定投入（即
F单位的非农劳动力）和可变投入（每单位产出需要aT单位的非农劳动力）。这样非农业
部门企业的成本函数为FwH + wHaT x，其中x为企业的产出量，wH为非农劳动力的收入。

非农业产品区间交易同时受货物运输成本τ和空间品质溢价效应的影响。传统空间经
济学中通过引入“冰山货物运输成本”解决产品运输过程中所需要克服的空间距离，即
如果在其他地区要出售一单位的产品，那么必须运输到τ个单位的产品（τ ≥ 1）。引入空间
品质后的产品运输还需考虑空间品质距离（差距）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品质溢价效应，但
不同于克服空间距离，克服空间品质距离（差距）的过程是具有方向性的。具体来说，
产品从A到B的运输成本等价于产品从B到A的运输成本，因为两种相反的运输过程所克
服的空间距离一般是相同的。但考虑空间品质距离（差距）后，产品从空间品质较高的
地区运输到空间品质较差地区过程中所克服的空间品质距离（差距）是不同于产品从空
间品质较低地区运输到空间品质较高的地区。

从经济学意义上，上述克服空间品质距离（差距）的过程可以分为品质溢价和品质
折价。假设北部的空间品质高于南部的空间品质，品质溢价就是产品输入地（北部）的
消费者要克服或规避因自身空间场景变化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而愿意接受比产品出厂价
格与运输成本之和更高的价格，即消费者为克服空间品质距离（差距）所作出的价格补
偿。品质折价就是产品输入地（南部）的消费者偏好因自身空间场景变化所带来的效用
增加，厂家或运输中间商不得不以低于产品出厂价格与运输成本之和的价格进行销售，
即厂商克服空间品质距离（差距）所作出的价格补偿。上述空间品质距离（差距）对产
品价格的影响，简称为品质溢价效应。其中，品质溢价是消费者补偿厂家，品质折价是
厂家补偿消费者。

设定f为南部产品卖往北部时的品质溢价效应，则f是关于空间品质差距q的函数。一

般而言，f与q之间应存在如下关系：① 空间品质差距q越大，品质溢价效应f越强；② 当
空间品质差距为零（北部空间品质等于南部空间品质）时，品质溢价效应f为零；③ 当
空间品质差距为正（北部空间品质高于南部空间品质）时，南部产品在北部销售价格将
高于出厂价格和货物运输成本之和；④ 当空间品质差距为负（北部空间品质低于南部空
间品质）时，南部产品在北部销售价格将低于生产价格与货物运输成本之和；⑤ 南部产
品卖往北部时的品质溢价效应与北部产品卖往南部时的品质溢价效应方向相反。

不失一般性，本文构造f = F (q ) = aq，其中a > 1。该函数具有如下性质：

∂f
∂q

= aq ln a > 0,      f (-q ) =
1

f (q )
,      

当q = 0时,  f = 1       

当q > 0时,  f > 1       

当q < 0时,  0 < f < 1

（8）

可见，此处构造的f = F (q )符合上述对f与q之间的关系描述。

3   模型均衡

3.1  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部门，且规模收益不变。因此农产品实行边际成本定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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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 wLnaA、pAs = wLsaA。其中，pAn、pAs分别为北部和南部农产品价格，wLn、wLs分别为北

部和南部农业劳动力工资。由于农产品的区际贸易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品质溢价，农产品
的价格在任何区域都相同，即pAn = pAs。因此南北两个区域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等，

即wLn = wLs = wL。同时假定满足非完全专业化条件，即没有一个区域具有足够的劳动力来
生产能够满足世界对农产品的需求，即世界对农产品上的总支出(1 - μ ) Ew总大于任意区

域的农产品产值pA[ ]max( )sL, 1 - sL

Lw

aA

，其中sL为北部农业劳动力在经济系统农业劳动力总

量中所占份额。
3.2  工业部门

在D-S垄断竞争框架下，均衡时每个企业的利润为零，此时企业最优的定价策略是边
际成本不变的加成定价法。不妨记北部和南部的非农产品出厂价格分别为：

------
pTn =

wHnaT

1 - 1 σ = wHn

-
pT ,      

--
pTs =

wHsaT

1 - 1 σ = wHs

-
pT ,      

-
pT =

aT

1 - 1 σ （9）

式中：wHn为北部非农劳动力工资；wHs为南部非农劳动力工资。考虑到非农产品的销售
价格取决于出厂价格、货物运输成本和品质溢价效应。因此北部和南部生产的非农产品
销售价格分别为：

pnn =
------
pTn ,     pns =

1
f
τ
------
pTn ,     psn = fτ

--
pTs ,     pss =

--
pTs （10）

式中：pnn表示北部非农产品在北部的销售价格；pns表示北部非农产品在南部的销售价格；

psn表示南部非农产品在北部的销售价格；pss表示南部非农产品在南部的销售价格。进一

步可得北部和南部的非农产品价格指数为：

PTn =
-
pT ( )H w

Fσ

1
1 - σ

[ ]w1 - σ
Hn sH + f 1 - σϕw1 - σ

Hs (1 - sH )
1

1 - σ                        （11）

PTs =
-
pT ( )H w

Fσ

1
1 - σ

[ (1/f )1 - σϕwHn
1 - σ sH + wHs

1 - σ (1 - sH ) ]
1

1 - σ （12）

根据上述式（9）~（12）可得非农产品销量和非农产品需求：

cnn =
pnn

-σ

P 1 - σ
Tn

μEn,     cns =
pns

-σ

P 1 - σ
Ts

μEs,     csn =
psn

-σ

P 1 - σ
Tn

μEn,     css =
pss

-σ

P 1 - σ
Ts

μEs （13）

xTn = cnn + cns =
pnn

-σ

P 1 - σ
Tn

μEn +
pns

-σ

P 1 - σ
Ts

μEs （14）

xTs = csn + css =
psn

-σ

P 1 - σ
Tn

μEn +
pss

-σ

P 1 - σ
Ts

μEs （15）

式中：cnn表示北部某企业在北部的销量；cns表示北部某企业在南部的销量；csn表示南部
某企业在北部的销量；css表示南部某企业在南部的销量；xTn、xTs分别表示北部和南部非
农部门企业面临的需求。进一步可以得到北部和南部非农部门企业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RTn =
μ

H w

Fσ

EwwHn
1 - σ■

■
||||

■
■
||||

sE∆n

+
(1/f )1 - σϕ (1 - sE )

∆s

        （16）

  
                                            RTs =

μ
H w

Fσ

EwwHs
1 - σ■

■
||||

■
■
||||

f 1 - σϕsE∆n

+
(1 - sE )

∆s

∆n = wHn
1 - σ sH + f 1 - σwHs

1 - σ (1 - sH )ϕ,     ∆s =(1/f )1 - σwHn
1 - σ sHϕ + wHs

1 - σ (1 - sH ),     ϕ = τ 1 - 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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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整个经济系统非农产品市场出清条件，可得北部和南部的非农部门劳动力工资
收入为：

wHn =
μ

H w
EwwHn

1 - σBn,     Bn =
sE∆n

+
(1/f )1 - σϕ (1 - sE )

∆s

（18）

wHs =
μ

H w
EwwHs

1 - σBs,     Bs =
f 1 - σϕsE∆n

+
(1 - sE )

∆s

        （19）

3.3  市场份额

区域支出包括非农劳动力收入加上农业劳动力收入。短期均衡时，北部和南部的总
收入表达式分别为 En = LnwL + HnwHn = Lw sLwL + HnwHn 和 Es = LswL + HswHs = Lw (1 - sL )wL +

HswHs。将北部总收入与南部总收入加总可得经济系统总收入为Ew = LwwL + wHn Hn + wHs Hs，
又由于经济系统总收入的μ部分将用于非农产品的支出，即wHn Hn + wHs Hs = μEw。因此有：

Ew =
wL Lw

1 - μ （20）

以及北部支出份额为：

sE =
E
Ew

=
Lw sLwL + HnwHn

wL Lw

1 - μ
=(1 - μ ) ( )sL +

H wwHn

wL Lw
sH （21）

3.4  模型标准化

为简化分析，本文将参数设定标准化处理。令aT = 1 - 1 σ，F = 1 σ，则非农产品生产

价格
-
pT = 1，均衡时非农部门企业规模为x = 1；再令H w = 1，Lw = (1 - μ ) μ，则有sH = sn （即

非农劳动力数量等于非农产品种类数）以及Ew = 1 μ；最后令aA = 1即生产1单位农产品需

要 1单位的农业劳动力，则可将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力收入均标准化为 1，即
pAn = pAs = wLn = wLs = 1。

3.5  长期均衡条件

根据人口移动方程sH

.

= (Un - Us )sH (1 - sH )可以发现有两种类型的长期均衡：一是内点

解（即0 < sH < 1），非农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享受相同水平的效用（即Un = Us）；二是核心—
边缘解（即sH = 0或sH = 1）。上述长期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

■

■

||||

||||

Un = Us,     当0 < sH < 1时

Un < Us,     当sH = 0时      

Un > Us,     当sH = 1时      

（22）

滚摆线是根据效用差异与北部所占的非农劳动力份额sH，也就是根据函数Ω ( sH )所确

定的点画出（函数Ω = Un - Us）。但因为无法用sH来显性表示wHn和wHs，所以无法表示函数
Ω ( sH )的显性形式，因而Un和Us也无法用sH来显性表示。因此，需要借助数值解法解出

wHn和wHs，再将wHn和wHs代入到式（7）、式（11）和式（12）进而建立效用差异表达式：
Ω = μμ (1 - μ )1 - μ (qn P -μ

Tn wHn - qs P
-μ
Ts wHs ) （23）

表1比较了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与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的价格指数、名
义工资和效用差距。当不考虑品质溢价效应（即f = 1）时，两类核心—边缘模型价格指

数和名义工资的表达式均相同，而效用差距表达式存在差异；当不考虑空间品质差异
（即qn = qs = 1）时，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可以简化为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

当qn = qs且f = 1时，两地区非农劳动力的名义工资和非农产品价格指数分别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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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n
σ =

1 - μ
2

+ μwHn sH

w1 - σ
Hn sH + w1 - σ

Hs (1 - sH )ϕ
+
ϕ ■
■
|||| ■

■
||||1 - μ

2
+ μwHs (1 - sH )

w1 - σ
Hn sHϕ + w1 - σ

Hs (1 - sH )
（24）

wHs
σ =

ϕ ( )1 - μ
2

+ μwHn sH

w1 - σ
Hn sH + w1 - σ

Hs (1 - sH )ϕ
+

■
■
|||| ■

■
||||1 - μ

2
+ μwHs (1 - sH )

w1 - σ
Hn sHϕ + w1 - σ

Hs (1 - sH )
（25）

PTn =[ w1 - σ
Hn sH + w1 - σ

Hs (1 - sH )ϕ ]
1

1 - σ （26）

PTs =[ w1 - σ
Hn sHϕ + w1 - σ

Hs (1 - sH ) ]
1

1 - σ （27）

可见，空间品质相等时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的非农劳动力名义工资和非农
产品价格指数式均与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情形相同。因此，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
缘模型长期均衡方程组与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相同。令ϕS和ϕB分别为新空间经济学

核心—边缘模型的维持点和突破点，
-
ϕS和

-
ϕB分别为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的维持点和

突破点，则有ϕS =
-
ϕS和ϕB =

-
ϕB，且当ϕS < ϕ < ϕB时同时存在对称分布稳定解和核心—边缘稳

定解，当ϕB < ϕ < 1时只存在核心—边缘稳定解。

当两地区空间品质相等时，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和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
型可以得到相同的长期稳定均衡解，即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退化为克鲁格曼核
心—边缘模型。

4   结果分析

为简化分析，假定qs = 1保持不变而qn可以变化，根据对称性可知qn < qs与qn > qs刚好

相反，因此下文仅从qn > qs情形展开分析。

4.1  基于滚摆线的核心—边缘结构识别

根据式（23）可得非农劳动力份额sH与实际效用差距Ω的数值关系，然后基于该关系
可以得到滚摆线图。为了更加直观地揭示空间品质差距对非农劳动力区位的影响将基本
参数设定为μ = 0.4、σ = 5、a = 2和sL = 0.5。在本文的假设条件下，模型基本参数设定并不

影响分析结论。
4.1.1  仅存在内部均衡的情形    图1a是较高货物运输成本 （τ = 2.1） 条件下qn分别为1、

1.02和1.04的滚摆线图。从图1可以看出，当qn为1时，仅存在唯一的对称稳定解。随着北

表1   价格指数、名义工资和效用差距的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price indexes, nominal wages, and utility gap 

比较
内容

价格
指数

名义
工资

效用
差距

公式
序号

(11)~(12)

(18)~(19)

(23)

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

PTn =
-
pT ( )H w

Fσ

1
1 - σ

[wHn
1 - σ sH +f 1 - σϕwHs

1 - σ (1-sH )]
1

1 - σ 

PTs =
-
pT (

H w

Fσ
)

1
1 - σ [(

1
f

)1 - σϕwHn
1 - σ sH +wHs

1 - σ (1-sH )]
1

1 - σ 

wHn =
μ

H w
EwwHn

1 - σ■
■
|
||
| ■

■
|
||
|sE∆n

+
(1/f )1 - σϕ (1 - sE )

∆s

 

wHs =
μ

H w
EwwHs

1 - σ■
■
|
||
| ■

■
|
||
|f 1 - σϕsE∆n

+
(1 - sE )

∆s

 

Ω = μμ (1 - μ )1 - μ (qn P-μ
Tn wHn - qs P

-μ
Ts wHs ) 

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

PTn =
-
pT ( )H w

Fσ

1
1 - σ

[wHn
1 - σsH +ϕwHs

1 - σ (1-sH )]
1

1 - σ 

PTs =
-
pT (

H w

Fσ
)

1
1 - σ [ϕwHn

1 - σ sH +wHs
1 - σ (1-sH )]

1
1 - σ 

wHn =
μ

H w
EwwHn

1 - σ■
■
||||

■

■
||||

sE∆n

+
ϕ (1 - sE )

∆s

 

wHs =
μ

H w
EwwHs

1 - σ■
■
||||

■

■
||||

ϕsE∆n

+
(1 - sE )

∆s

 

Ω = μμ (1 - μ )1 - μ ( P-μ
Tn wHn - P-μ

Ts wH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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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空间品质qn不断提升，滚摆线不断向上移，滚摆线与横轴的交点也从初始对称点不断

右移。且这些内部均衡点处的斜率均为负，即内部均衡点为稳定均衡点。以对称分布为
分析的起点，随着空间品质差距的扩大，对称分布处北部非农劳动力的效用水平将高于
南部非农劳动力的效用水平，非农劳动力逐渐从南部向北部迁移。可见，北部空间品质
的改善提升了北部的非农劳动力份额。

货物运输成本较高条件下实现长期均衡时，空间品质较高的北部获得的非农劳动力
份额高于空间品质较低的南部；且随着空间品质差距扩大，均衡时北部获得非农劳动力
份额将逐渐提高（图1a）。
4.1.2  同时存在内部均衡和核心—边缘结构的情形    图1b为中等货物运输成本（τ = 1.8）
条件下qn分别为1、1.005和1.01时的滚摆线图。图1c为中等货物运输成本（τ = 1.8），qn分

别为1、1.015和1.02的情形。从图1b可以看出，当qn为1时，存在3种稳定均衡点：对称均

衡、以北部为核心和以南部为核心。随着北部空间品质qn不断提升，滚摆线图开始向上

移动，此时开始呈现出两种稳定均衡情形：内部均衡和以北部为核心。以对称分布点为
初始情形，当北部空间品质qn提升时，北部非农劳动力效用水平高于南部非农劳动力效

图1   不同货物运输成本下的滚摆线图
Fig. 1   Cycloid chart under different freight transporta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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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于是南部非农劳动力向北部迁移，北部的非农劳动力份额开始上升。以核心—

边缘情形为初始情形，在sH = 0即南部为核心时，北部非农劳动力效用水平低于南部非农

劳动力效用水平，此时若北部空间品质qn提升，sH = 0时北部非农劳动力的效用水平高于

南部非农劳动力的效用水平，南部非农劳动力向北部迁移，故南部为核心的情形不再稳

定。同理，在sH = 1即北部为核心时，北部非农劳动力实际工资高于南部非农劳动力实际

工资，此时若北部空间品质qn提升，北部非农劳动力的效用水平与南部非农劳动力的效

用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故北部为核心的情形依然稳定。从图1c可以看出，随着北部空

间品质qn继续由1.015不断上升，内部稳定均衡点逐渐消失只剩以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

当处于中等货物运输成本时，北部空间品质提升使得原本以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变

为不稳定从而仅剩两种稳定解情形：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高于南部的内部稳定均衡解和

以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图1b）。如果北部空间品质qn提升到一定程度，南部的情形将进

一步恶化失去非农劳动力份额，即内部均衡解消失只剩以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图1c）。

4.1.3  仅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的情形    图1d为较低货物运输成本（τ = 1.6），北部空间品质

qn分别为1、1.02和1.04的情形。从图1d可以看出，当北部空间品质qn为1时，仅存在两种

稳定的核心—边缘解。这是由于货物运输成本下降使得对称分布处分散力小于聚集力，

对称均衡解不再稳定。当北部空间品质qn不断上升时，滚摆线图逐渐向上移动，滚摆线

与横轴的交点也不断向左移动，但交点处的斜率为正，即内部均衡仍不稳定。以核心—

边缘处展开分析：① 在sH = 0即南部为核心时，当北部空间品质qn未能超过某一临界值，

qn的提升使得北部与南部的非农劳动力实际效用差距不断缩小，但北部非农劳动力实际

效用水平仍低于南部，因此南部为核心的核心—边缘解仍保持稳定；当北部空间品质qn

超过某一临界值，qn的扩大使得北部非农劳动力的实际效用水平反而高于南部，此时南

部为核心的核心—边缘解将不再稳定。② 在sH = 1即北部为核心时，北部空间品质qn的提

升使得北部与南部的非农劳动力实际效用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北部为核心的核心—边

缘解仍保持稳定。

图1e为极低货物运输成本（τ = 1.02），北部空间品质qn分别为1、1.02和1.04的情形。

从图1e可以看出，北部空间品质qn为1.02时随着货物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由τ = 1.6下降

至τ = 1.02），sH = 0即南部为核心时北部非农劳动力的实际效用水平也会反超南部。因此

南部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稳定解不再保持稳定，仅存在以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图1f为

完全自由贸易（τ = 1）情形。从图1f可以看出，存在空间品质差距时，在任意非农劳动力

份额分布下北部非农劳动力的实际效用水平均高于南部非农劳动力，即仅存在以北部为

核心的稳定解。在完全自由贸易情形下，有ωHs =
qs

qn

f
1
σ

- μ - 1
ωHn

④。因此，当空间品质qn > qs

时恒有ωHs <ωHn。

随着货物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即处于较低货物运输成本条件时，内部稳定均衡将

消失从而仅剩分别以北部和南部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稳定解。当北部空间品质超过临界

值（图1d）或货物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即处于极低货物运输成本条件（图1e）时，以南

部为核心的核心—边缘解将不再稳定，仅剩以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而当处于零货物运

输成本（即完全自由贸易）条件时，北部空间品质的一点点提高将很容易出现以北部为

核心的稳定解（图1f）。

④ ωHn和ωHs分别为北部和南部非农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即ωHn = P-μ
Tn wHn、ωHs = P-μ

Ts w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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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空间品质与核心—边缘结构演变分析

空间均衡路径图是根据上述滚摆线图所揭示的货物运输成本τ与长期均衡非农劳动力
份额的数值关系所描绘得到的，反映了不同的货物运输成本τ取值下的长期均衡解的类型
与大小。其中实线表示稳定均衡解，虚线表示不稳定均衡解。不妨记τn为以北部为核心
的解保持稳定的货物运输成本维持点，τsl和τsr分别为以南部为核心的解保持稳定的货物运
输成本左、右端维持点，τs为当北部和南部的维持点重合时的货物运输成本维持点，τb为
内部稳定解突变为核心—边缘稳定解的货物运输成本突破点。

以图2a北部空间品质qn = 1.005时的空间均衡路径图为例，此时实现长期稳定的内部

均衡的实线由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的直线变为向上弯折的曲线。图2b~2f为北部空间
品质qn = 1.005时不同货物运输成本取值范围的滚摆线图。具体分析为：① 对于一定范围

内的τ（τn < τ < 3）仅存在内部均衡稳定解，这对应于图2b情形。当货物运输成本不断从
2.4依次下降到2.0时，实现南北地区非农劳动力效用水平相等的内部均衡稳定解也不断增

图2   北部空间品质取值为 1.005时的空间均衡路径及其滚摆线图
Fig. 2   Spatial equilibrium path and its cycloid chart for northern qualities of space of value of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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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2b）。② 对于一定范围内的τ（τsl < τ < τn）则同时存在内部均衡稳定解和以北部为
核心的稳定解，这对应于图2c情形。随着货物运输成本τ由2.0继续下降至1.8，sH = 1处的
效用水平差距也由负变为正，即开始出现以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同时内部均衡稳定解
继续增大（图2c）。③ 对于一定范围内的τ（τb < τ < τsl）则出现3种稳定均衡解，即以南部
为核心的解（sH = 0）由不稳定变为稳定，这对应于图2d情形。当τ继续由1.8下降至1.77

时，sH = 0处实际效用差距也由正开始变为负，出现以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结合图2c的
情形可知北部货物运输成本维持点τn要高于南部货物运输成本维持点τsl （图2d）。④ 对于
一定范围内的τ（τsr < τ < τb），仅存在两种稳定的核心—边缘解，这对应于图2e情形。当货
物运输成本τ下降至1.6时，内部均衡稳定解已经消失，仅存在分别以北部和南部为核心
的稳定解（图2e）。⑤ 对于一定范围内的τ（1 ≤ τ < τsr），仅存在以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
这对应于图2f情形。随着货物运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原本以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再次
变得不稳定，仅剩以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图2f）。

随着北部空间品质qn的进一步提升，实现长期稳定内部均衡的向上弯折的曲线将进

一步向上移动，且突破点τb再次提高（图3）。同时，实现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维持点
也发生了不对称的变化，使以北部为核心的解保持稳定的货物运输成本范围将不断扩大
而以南部为核心的解保持稳定的货物运输成本取值范围不断缩小直至消失。表2列出了不
同北部空间品质qn和货物运输成本取值下实现长期稳定均衡的非农劳动力份额sH值。随

着北部空间品质qn的不断提升，使实现内部稳定均衡或同时存在两种稳定核心—边缘结

图3   不同北部空间品质取值下的空间均衡路径
Fig. 3   Spatial equilibrium paths under different values of northern qualities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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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货物运输成本取值范围不断缩小，而突破点和以北部为核心的货物运输成本维持点
均不断变大，当北部空间品质qn达到1.07后将不再存在以南部为核心的稳定解（表2）。

北部空间品质高于南部空间品质时，实现内部均衡的实线将由克鲁格曼核心—边缘
模型的直线变为向上弯折的曲线，同时实现核心—边缘的维持点也发生了不对称的变化，
其中北部为核心的维持点τn高于以南部为核心的维持点τsl，且空间品质差距越大则上述变
化越明显。
4.3  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的基本特征

4.3.1  与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不同的基本特征    在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中，引起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货物运输成本的变化和预期作用（或外生冲击），且
北部和南部呈现出对称性变化。而在引入空间品质的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中，
北部和南部呈现出非对称性变化特征，同时空间品质差异的扩大也是引起经济活动空间
分布变化的重要原因。与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相比，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
的基本特征差异主要如下：

（1）类突发性聚集。在空间品质不相等情形下，货物运输成本的变化对非农劳动力
区位也有影响。货物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企业和非农劳动力逐渐向空间品质较高的地区
迁移。不同于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的突变性聚集，引入空间品质差异后经济的集聚
是逐渐产生的（货物运输成本达到突破点前），这就是类突发性聚集。

（2）非对称的维持点。在空间品质不相等情形下，空间品质好的地方更容易形成以
自身为核心的稳定解（即形成稳定核心解的货物运输成本取值范围更大，且维持点也更
早出现）。而未考虑空间品质差异的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则认为南北分别实现以自
身为稳定核心解的货物运输成本取值范围相同。

（3）完全自由贸易时空间并非无差异。当货物运输成本为零即τ = 1时，空间品质差
异对非农劳动力区位的影响尤其重要，地区间空间品质差距的一点点提升，将导致企业
和非农劳动力全部迁移到空间品质更高的地区。而未考虑空间品质差异的克鲁格曼核心
—边缘模型则认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是无差异的。

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的上述特征说明：随着货物运输成本下降，空间品质
更高的地区将容易获得优势，从而有着更高的内部均衡结构（即类突发性聚集）或更易

表2   非农劳动力份额长期稳定均衡解的类型与大小
Tab. 2   Types and sizes of long-term stable equilibrium solutions for the share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货物运输成本 τ

3.0

2.8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北部空间品质 qn

1.0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1

0、1

0、1

0、1

0~1

1.01

0.51

0.51

0.51

0.51

0.52

0.53

0.59、1

0、1

0、1

0、1

1

1.02

0.52

0.52

0.52

0.53

0.54

0.57

1

0、1

0、1

0、1

1

1.03

0.53

0.53

0.53

0.54

0.56

0.61

1

0、1

0、1

0、1

1

1.04

0.53

0.54

0.55

0.56

0.59

0.68、1

1

1

0、1

0、1

1

1.05

0.54

0.55

0.56

0.58

0.62

1

1

1

0、1

0、1

1

1.06

0.55

0.56

0.57

0.60

0.66

1

1

1

0、1

0、1

1

1.07

0.56

0.57

0.59

0.62

0.71、1

1

1

1

1

1

1

1.08

0.57

0.58

0.6

0.65

1

1

1

1

1

1

1

1.09

0.58

0.60

0.62

0.68、1

1

1

1

1

1

1

1

注：“0”是指南部为核心，“1”是指以北部为核心，“0.5”是指对称结构，“0~1”是指任意非农劳动力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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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稳定的以自身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即非对称的维持点），且空间品质差距越大

则上述现象越明显。随着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货物运输成本已大幅下降，此时空

间品质较高的地区将成为核心区，而空间品质较差的地区则沦为边缘区（即完全自由贸

易时空间并非无差异）。

4.3.2  与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一致的基本特征    由于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在

大多数设定方面与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保持一致，因此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

型仍具有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的一些特征。

（1）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引入空间品质差异后的核心—边缘模型也存在与需求关联

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和与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因为在这两个核心—边缘模型

中，可移动要素和要素所有者不能分离，同时要素移动是根据实际收入水平而不是名义

收入。于是流动要素的转移伴随着所有者的转移，因此生产转移带来支出的转移，即市

场规模变大，存在与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反过来，生产转移也必然导致产品

种类的增加，而这些必然降低该地的价格指数，因而存在与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

关系。

（2）区位粘性。当τsr < τ < τn时，存在多重稳定的长期均衡。这意味着经济系统受到

某种临时冲击或者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些对流动要素区位的影响常常是滞后的，也就是

说原有区位模式具有很强的黏性，即路径依赖。

（3）叠加区与自我实现的预期。当τb < τ < τn时，模型存在既有内部稳定均衡结构也有

核心—边缘结构的叠加区。因此，流动要素预期的变化，可能导致非农劳动力空间分布

格局的变动。

（4）驼峰状聚集租金。类似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

型的聚集租金也是贸易自由度ϕ的凹函数。以北部为核心区为例展开计算北部非农劳动力

效用水平与南部潜在非农劳动力效用水平的比值，并对此比值取对数，则有：

ln
qnϕ

σμ
1 - σ

qs f 1 - σ + σμ (ϕ
1 + μ

2
+

1 - μ
2ϕ

)
= ln

ϕ
σμ

1 - σ

ϕ
1 + μ

2
+

1 - μ
2ϕ

+ ln
qn

qs

- lnf 1 - σ + σμ。根据克鲁格曼核心—边缘

模型的结论可知ln
ϕ

σμ
1 - σ

ϕ
1 + μ

2
+

1 - μ
2ϕ

是关于ϕ的凹函数，因此ln
qnϕ

σμ
1 - σ

qs f 1 - σ + σμ (ϕ
1 + μ

2
+

1 - μ
2ϕ

)
也是

贸易自由度ϕ的凹函数。

从模型特征看，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仍保留着一些原有特征如循环累积因

果关系、区位粘性、叠加区与自我实现的预期和驼峰状聚集租金，但同时也出现新的特

征如类突发性聚集、非对称的维持点和完全自由贸易时空间并非无差异。

5   空间品质差距来源分解

根据上述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研究结论可知非农劳动力要素倾向于流向空

间品质较高的地区，且空间品质差距越大则有利于形成以空间品质较高的地区为核心的

空间结构。但是空间品质差距又是如何决定和变动的？本文基于市场潜能度量方法[42]来

衡量一个地区的空间品质，即一个地区的空间品质可以用其邻近地区的便利设施的加权

平均和来衡量，权数与旅行成本成反比关系。以两区域模型为例，其空间品质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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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设定为：qn =
An

Dnn

+
As

D
、qs =

An

D
+

As

Dss

。其中，qn、qs分别为北部和南部的空间品质，

An、As分别为北部和南部的便利设施，Dnn、Dss分别为北部和南部内部的区内旅行成本，
D为区域间的区际旅行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新空间经济学中的旅行成本与传统空间经
济学中强调的货物运输成本、迁移成本和通勤成本等概念不同。具体区别为：① 货物运
输成本强调的运输对象为产品，其成本大小影响产品的跨区销售价格，而旅行成本强调
的运输对象均为居民，并不直接影响产品跨区销售价格。② 通勤成本侧重于居民在城市
内部上下班往返的时间机会成本或货币成本，而区内旅行成本侧重于居民消费本地不可
贸易品的时间机会成本，反映本地居民消费本地不可贸易品的难易程度。③ 迁移成本即
居民从一个地区迁移定居到另一地区时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反映了劳动力空间流动的难
易程度，而区际旅行成本则是居民跨区消费异地不可贸易品的时间机会成本，反映了本
地居民消费其他地区不可贸易品的难易程度。以qn > qs情形为例，两地区空间品质距离

（差异）为：

q = qn - qs =
An

Dnn

+
As

D
- An

D
- As

Dss

（28）

5.1  便利设施对空间品质差距的影响

5.1.1  北部便利设施    对式（28）就An求导得到
∂q
∂An

=
1

Dnn

- 1
D
。故

∂q
∂An

的符号方向取决于

北部区内旅行成本Dnn与区际旅行成本D的大小比较。具体而言⑤：① 当Dnn < D时，有
∂q
∂An

>0，即北部区内旅行成本Dnn小于区际旅行成本D时，北部便利设施An提高会扩大区域

间空间品质差距，非农劳动力将由南部迁往北部，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提高。② 当
Dnn> D时，有

∂q
∂An

< 0，即北部区内旅行成本Dnn大于区际旅行成本D时，北部便利设施An

提高会缩小区域间空间品质差距，非农劳动力将由北部迁往南部，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
下降。

5.1.2  南部便利设施    对式（28）就As求导得到
∂q
∂As

=
1
D

- 1
Dss

。故
∂q
∂As

的符号方向取决于南

部区内旅行成本Dss与区际旅行成本D的大小对比。具体而言：① 当Dss < D时，有
∂q
∂As

< 0，

即南部区内旅行成本Dss小于区际旅行成本D时，南部便利设施As提高会缩小区域间的空
间品质差距，非农劳动力将由北部迁往南部，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② 当Dss > D

时，有
∂q
∂As

> 0，即南部区内旅行成本Dss大于区际旅行成本D时，南部便利设施As提高会

扩大区域间空间品质差距，非农劳动力将由南部迁往北部，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提高。
当区内旅行成本小于区际旅行成本时，区内便利设施水平的改善使得本地区非农劳

动力份额提高，而区外便利设施水平改善则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反之，当
区内旅行成本高于区际旅行成本时，区内便利设施水平的改善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
额下降，而区外便利设施水平的改善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提高。
5.2  旅行成本对空间品质差距的影响

5.2.1  北部区内旅行成本    对式（28）就Dnn求导得到
∂q

∂Dnn

=- An

Dnn
2

< 0，即北部区内旅行成

⑤ 北部区内旅行成本与区际旅行成本相等情形意味着北部便利设施对空间品质差距没有影响。因此，为简化分析，本

文将重点讨论偏导数为正或负的情形，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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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Dnn的降低会提高北部空间品质从而扩大了空间品质差距，非农劳动力将由南部迁往北
部从而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提高；反之北部区内旅行成本Dnn提高则使得区域间空间品质
差距缩小，非农劳动力将由北部迁往南部从而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

5.2.2  南部区内旅行成本    对式（28）就Dss求导得到
∂q

∂Dss

=
As

Dss
2

> 0，南部区内旅行成本

Dss的降低会提高南部空间品质从而缩小了空间品质差距，非农劳动力将由北部迁往南
部，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反之南部区内旅行成本Dss的提高则使得区域间空间品质
差距扩大，非农劳动力将由南部迁往北部从而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提高。

5.2.3  区际旅行成本    对式（28）就D求导得到
∂q
∂D

=
1
D2

( An - As )，故
∂q
∂D

的符号方向取决

于北部便利设施An与南部便利设施As的大小对比。具体而言：① 当An > As时，有
∂q
∂D

> 0，

即区际旅行成本下降将会缩小空间品质差距，非农劳动力将由北部迁往南部，北部非农
劳动力份额下降；反之区际旅行成本上升则使得空间品质差距扩大，非农劳动力将由南

部迁往北部从而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提高。② 当An < As时，有
∂q
∂D

< 0，即区际旅行成本

下降将会扩大空间品质差距，非农劳动力将由南部迁往北部从而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提
高；反之区际旅行成本上升则使得空间品质差距缩小，非农劳动力将由北部迁往南部从
而北部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

本地区内旅行成本下降有利于提高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而外地区内旅行成本下
降则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当本地便利设施高于外地便利设施水平时，降低
区际旅行成本将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反之当本地便利设施低于外地便利设
施水平时，降低区际旅行成本有利于提高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

6   总结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理论构建一个包含空间品质及其品质溢价效应的核心—边缘模
型，以分析不同外生空间品质差距水平下经济活动集聚过程特征，并根据空间品质的内
涵以分解区域间空间品质差距，探讨因区内与区际间旅行时间成本、区内与区外便利设
施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经济地理演变规律。本文主要结论有：

（1）当两地区空间品质相等时，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和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
缘模型得到相同的长期均衡稳定解，即上述两种核心—边缘模型的长期均衡演变规律
相同。

（2）当两地区空间品质不相等（假设北部空间品质高于南部空间品质）时，实现内
部均衡的实线将由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的直线变为向上弯折的曲线，同时实现核心
—边缘空间结构的维持点也发生了不对称的变化，其中北部为核心的维持点高于以南部
为核心的维持点，且空间品质差距越大则上述变化越明显。

（3）从模型特征看，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仍保留着一些原有特征如循环累
积因果关系、区位粘性、叠加区与自我实现的预期和驼峰状聚集租金，但同时也出现新
的特征如类突发性聚集、非对称的维持点和完全自由贸易时空间并非无差异。

（4）当区内旅行成本小于区际旅行成本时，区内便利设施水平的改善使得本地区非
农劳动力份额提高，而区外便利设施水平改善则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反之，
当区内旅行成本高于区际旅行成本时，区内便利设施水平的改善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
份额下降，而区外便利设施水平的改善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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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地区内旅行成本下降有利于提高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而外地区内旅行成

本下降则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当本地便利设施高于外地便利设施水平时，

降低区际旅行成本将使得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下降；反之，当本地便利设施低于外地

便利设施水平时，降低区际旅行成本有利于提高本地区非农劳动力份额。

受研究结论启发，未来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可以侧重以下几个方面：① 认识空间品

质对高素质劳动力空间区位的影响作用，人才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各地可通

过丰富空间品质数量、提升空间品质质量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来打造高品质城市，从而

吸引并留住人才。② 把握缩小空间品质差距的理论逻辑，因地制宜改善空间品质水平，

结合不同城市的自身特点，统筹考虑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补齐不同种类的空间品

质短板。③ 重视空间品质的区域一体化建设，提升空间品质时应注重“点”与“面”结

合，关注城市自身空间品质建设的同时也要考虑到邻近地区的需要，避免区域间因空间

品质差距过大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从而损害整体经济效率。

在本文模型基础上，还有可以值得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如比照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路

径，通过引入中间投入品生产来构建新空间经济垂直联系模型，抑或引入创意阶层部门

来构建一个整合集聚与增长的新空间经济模型，或构建一个基于线性效用函数的新空间

经济模型从而获得可解析解。此外，模型还可以引入产业舒适度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

结合人才的就业异质性偏好，进一步丰富现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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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core-periphery model 
based on qualities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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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from material product reproduction to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t reproduction, the Krugman Core-Periphery Model, 

which focuses on traditional tangible material product factors, is no longer able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mechanism of talent reg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new core-periphery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spatial economics, which includes qualities of space and its 

premium effect.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the new model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quasi-burst aggregation, asymmetric maintenance points,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completely 

free trade; Secondly, non-agricultural labor tends to be in areas with higher qualities of space, 

and the larger the gap in qualities of space, the more obvious the trend of mobility; Thirdly, 

narrowing the gap in qualities of space require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level of convenience facilities in each region and the cost of intra-regional and inter-

regional travel.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requires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qualities 

of space on the spatial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narrowing the gap in qualities of space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qualities of space. 

Keywords: core-periphery model; new spatial economics; qualities of space; quality premium 

effect; economic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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